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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王嘉良
1
 

【摘 要】：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固然不可缺少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

要因素。越文化的新变精神，恰好与越地以鲁迅领衔的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对

此作出深入探究当能有效阐释文学转型话题。在新旧文学转型期间，越地新文学作家提供的理论话语与文学形态的

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在创新文本的全面覆盖、新文体变革传统的现代延续等，正好说明：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

转型的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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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在历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至五四新文学革命起发生激变，无论是文学观念抑或是文本样式、语言形式，都

实现了由旧向新的整体性置换与变革。个中原由，值得深究。探寻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取精用弘接受世界文化新潮不可或缺，

但中国“传统内”的变化因素同样不能低估。联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极具变革精神的越文化传统，对照在越地生成由鲁迅领衔的

阵容壮观的新文学作家群体，将这一最具“典型性”的地域文化现象联系起来思考，当能从我国文学中的主要“内源性”质素

中，确切阐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有效路径。 

一、整体特色：理论话语与文学形态的现代性追求 

观照越文化视阈下形成的新文学现象，及其文学与现代转型的关系，首先显示出的是文学的整体特色：理论话语和创作形态

的现代性，即越地的求新、求变思维推动新文学现代价值观念的重构，使其在五四文学中强力凸显。概而言之，“浙军”形成于

自成体系的“浙学”背景上，同时又兼收并蓄种种外来文学思潮，更有越地文学观念更新助推文学发展的清晰理路，也就有转型

期文学思潮促成文学转型的种种表征。细细分说“浙学”蕴含的多种文学思潮及其与浙江新文学家的内在精神联系，越地新文

学作家承续越文化传统赋予其文学变革精神、创新传统，就会得到清晰呈现。这集中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越地启蒙文化思潮的现代延续 

探寻文化思潮的历史演进踪迹，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应是启蒙文化思潮。晚近以来的启蒙文化思潮显然以越地为甚，在五四

新文学作家中启蒙意识之浓烈又以浙籍新文学作家为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连接点，不难在启蒙话题中寻觅出新文学发生的某

些内源性因素。 

寻绎越地的启蒙文化思潮，可以追溯较远，南宋发端的“浙东学派”，便确立了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的精神主

体性的哲学理念，构成对汉儒经典的冲击，开启中国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至明清之际，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哲学与以黄宗羲

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促成事功学与心学的合流，建构一种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哲学理论体系，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与理

学，鼓吹民族民主思想，使这里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但就张扬近代理性所必具的启蒙文化精神而言，却要推

重作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风雷的呼唤者龚自珍，他是清末从越地走出的第一流启蒙文学大师，其诗文痛陈流弊，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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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仪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与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著作中充溢着浓重的危

机意识和强烈的改革精神，并以其振聋发聩的“改革”呼声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思想界、文学界。萧萐父论述思想启蒙运动时指

出：“当代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要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只能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相接契。”
1

浙江新文学作家也正是有效汲取启蒙思潮的“源头活水”而显出活力的。 

新文化运动就其本质说，是企求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次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学主要也是通过自身浓烈的启蒙意识来确

证其现代性的。诚如林毓生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是一个启蒙运动，它的基本要求是“知识的追求以及政治与社会生活

的安排须合乎理性的原则”，其努力方向便是“倡导科学与民主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2。此种思潮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使思想

启蒙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此就有新文学倡导者从思想启蒙角度切入文学革命，或者径直“以思想

家去做文学家”
3
。浙江新文学作家在启蒙意识的自觉上处于领先地位，固然取决于他们眼光向外率先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同时

也同越地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的启蒙意识的深刻浸染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启蒙意识的积淀，才有了蔡元

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他们承续先贤在五四时期的内源性自觉，去召唤、感应外来思潮，高举思想启蒙大旗，成为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这当中，蔡元培作为五四文化先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造就思想启蒙方面可谓功绩卓著，其以“教育可以

救世”的思想自励，为新文化运动营造了一个开阔的宣传启蒙思潮空间。周作人提出：“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

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4
，明确表达了他以思想革命介入文学革命的立场。鲁迅作为 20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其引领启蒙文学新潮的意义更为突出。早在《文化偏至论》等文中，他就把思想革命的重点放在“立人”上，认为“将生存两间，

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5。由此出发，就有其著名的改造国民性命题的提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学

先驱也都是从文化批判入手，探求国民性改造的途径，但像鲁迅那样对思想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做出如此清晰的描述，像鲁迅那样

以毕生精力用文学实现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恐怕没有第二人。鲁迅的创作实践（小说、杂文）提供了鲜明的启蒙文学文本，这无

形中浓化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氛围，提升了整个启蒙文学群体的创作品位，使五四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大大得以提升，由此可以见

出其在整个五四作家群体中的重要地位。 

（二）人本主义思潮与越地“人学”理论建构 

与启蒙意识在同一层面上展开的，还有人本主义思潮。“启蒙”原意指照亮，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

的不成熟状态”6。启蒙意识和“人”的观念确立，总是形影相随，密不可分，有启蒙思想的灌注，遂有“人的发现”“人的觉

醒”这类最具魅力的声音发出。越地文学思潮充分凸显人的意识自觉，而越地新文学作家则有“人学”理论的系统建构，这两者

形成同构对应关系，昭示出越文化秉有的文学新变意义。 

人本主义作为兴起于西方的哲学思潮，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自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悠久，特别在人文主义精神高涨区域，人本主义思想也有深厚积淀，其中以人为中心的理论鼓吹，以及基于悠久的无神论传

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等，都有显著呈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越地也有人本理论的深厚积淀。从王充的“疾虚妄”哲学理念，即充分肯定“人”的价值（《论衡·订鬼篇》），

至王阳明以“良知”为核心，以“致良知”为宗旨而展开的心学思想，直至龚自珍高唱“人”的赞歌：“天地，人所造，众人自

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对“天人关系”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作

了全新的阐释，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意识的觉醒，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对这些理论的精神承传，便有浙江新文学作家在

“人学”理论建构上的创造性贡献。 

执着于谋求“人的觉醒和解放”，是新文学作家的共识，由此形成五四新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而这一带有方向性的路标也

是越地新文学作家率先择定的。他们对同乡前贤的精神承传，在承续启蒙思想的同时，必会有对人本主义思想的继承，而且还会

表现出更为坚定、执着的姿态。周作人率先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无疑具有“辟人荒”的意义。其意义已为胡适所认同：“文

学革命有两个作战口号，第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这是文字工具的革新，这口号是我和陈独秀提出的；第二个是要建

立‘人的文学’，这是文学内容的革新，这口号是周作人提出的。”
7
由此可见其人学理论有着特殊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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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人的关注，浙江作家中并非周作人一人，多数作家都揭示过五四文学张扬人与人性的意义。鲁迅在回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即

指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郁达夫对于文学应表现个性解放的要求体会更深切，表述也更加清楚：“五

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现。”可以说，“人的文学”作为五四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浙江作家中已形成

一种共识。这一时期的浙江作家创作，就其基本形态说，也是在“人的文学”层面上，显示出与五四方向的一致性。鲁迅的创作

自不必说，其最重要的使命是重铸民族灵魂，体现了最显著的“立人”意识；周作人的前期散文也带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表现出

对旧礼教的“非人”性的深刻揭露。其余如郁达夫小说在“灵和肉”的冲突中发出要求尊重“人”的尊严的呼喊，许钦文等的

乡土小说揭露农村封建宗法制度的愚昧与黑暗，“湖畔诗人”在凄苦的情诗中吐露感情受压抑的苦闷，徐志摩的诗作表现对于

自由人性的向往等，都是典型例证。这些都应合着五四精神，无一不表现出人的觉醒和人的价值、尊严的被确认。 

（三）“经世致用”思潮与越地作家的经世文风 

“浙学”的另一鲜明特质是反对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义理，提倡“学术经世”。“学术经世”体现在文学价值取向上，是凸显

“向真求实”精神以促成经世文风的生成，这恰好与越地新文学作家特重现实主义思潮构成对应关系。 

中国新文学在其孕生过程中寻求着现代性转机，各种西方文学思潮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现实主义是被率先引进的，而且长

时期处于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这与新文学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浙籍新文学先驱的大力鼓吹密切相关。鲁迅、茅盾和周作人都对新

文学的“思想革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目的是在用文学实现思想启蒙，现实主义便成为一种最可取的选择。他们何以如此厚爱

于现实主义？大而言之，当然与其以开阔的胸襟接受世界文艺新潮不无关系；但若是就独特性而言，这依然关联着文学传统的延

续和地域文化精神的承传，关联着传统内部新质的储备。梁启超特别推崇浙东学术，就在于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抛弃明心见性

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即使他们的理想一时难以实现，也“宁可

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
8
。这一概括，颇合于浙东学术发展状况。 

浙东学术的经世致用思潮，有着清晰的发展思路。浙东学派的叶适就提出“道不离器”的观念，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的

学问，明确表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浙东先贤王阳明秉持“五经亦史”“随

时变易”的文化史观，阐明事与道、史与经的统一关系，对儒家经典予以有力的挑战；清代章学诚更提出叛逆性的“六经皆史”

的命题，试图打破千百年来的“尊经”传统。对“史”的强调与尊崇，其内隐的是越地文人的崇实精神，昭示出他们与现实主义

审美规范的一致性，而对“史”和“实”的重视，恰恰显示出浙江学人对现实主义的体认具有了外显和内隐双重的一致性。另一

方面，浙东理学鼓吹的经世致用思想，还直接呼应着时代社会的变革。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浙江地区重商言“利”

之风日炽。朱舜水力倡“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9。黄宗羲也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

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工商皆本”务实思想的提出是经世

致用思想的集体演练，它完全不同于中原腹地的“农本”思想，显出了“小传统”地域人们思想的开阔性和务实精神的进一步

张扬，这无疑为浙江新文学作家的现实主义接受创造了先机。浙江的新文学作家大多遵奉现实主义，这与越地的崇实风尚、经世

文风浸染有着密切的关联。最显著的例证是：中国新文学的三种主要现实主义形态：思想启蒙型、人道关怀型、社会批判型，分

别由浙江作家鲁迅、周作人、茅盾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开拓创造。他们对现实主义表现出敏锐的感知力与创造力，固然有勇于接

受世界文学新潮的因素，自然也缘于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强调文学的“经世”功用，是浙江作家的特色所在，也是优势所在，

必使新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创作文本：覆盖文学整体的现代审美品格 

文学观念的更新必然推动文学创作面貌的整体改观。越地的“浙东之学”在地域文学创作中的策应，使此地的文学呈现出

迥异于别地的文学创作特色，显出自己的鲜明品格；而在新文学开创时期，随着越地求新、求变思维的承续与延伸，特别是新文

学现代价值观念的建构，就会使越地的新文学创作呈示出全新的面目。此种创作面貌的整体改观，体现在创作形态的多样性上，

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类型文体，改变了传统文学偏重诗文的单一格局，显示出新文学作家运用多种文学样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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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生活的强度与力度；同时又注重于文本蕴含的表现视角、文体特征、语言风格等，传达出现代人的思想与心声、情绪与愿望，

体现出全新的现代审美品格。在上述四种文体中，越地新文学作家都有所创造与建树，比较而言，较弱的是戏剧，故集中就三种

文体探究其文体和文本的创新。 

（一）小说观念的更新和创作内涵的翻新 

小说创作是浙江新文学作家突破旧文学藩篱，率先取得成功的一种文体。这不但在于鲁迅《狂人日记》的问世，已成为中国

新文学诞生的标志，而且随后又有一大批浙江小说家跟进，把小说创作提升到很高层次。就此而言，小说形态的改革首推浙江新

文学作家之功已无疑义。论其功绩，首先要提到的是小说观念的更新。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不足以与言“文学”，所以被

传统文学看成是“邪宗”。小说欲提高其自身地位，重要的是要实现观念的转变，将其从茶余饭后的“谈资”转变为传达作家审

美心理体验与有益于人生的重要文学样式，准此方才有对旧小说样式的突破。浙江新文学作家承续越地文化传统，在更新小说理

念中最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与启蒙文化思潮的关联。鲁迅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抱着为“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

目的而创作，其自觉的改革意识便是借小说以唤起国民的觉醒，从根本上实现“改良人生”的愿望。所以鲁迅的小说贯穿始终的

是改造国民性主题，灌注了鲜明的启蒙文化内涵。二是将“人学”理论灌注于小说创作实践，使“文学是人学”的理念真正落到

实处。现代小说理念强调“以人为本”，这与旧小说的只重叙事已有了根本改观，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阶段，历经“人学”理

论浸染的浙江新文学作家率先提供了范例。鲁迅的创作自不必说，另一个新小说开创者郁达夫，则侧重于人的个性解放言说，其

借鉴日本的“私小说”样式，侧重吐露五四青年个性受到压制的苦闷、忧伤、屈辱、不平等情绪，“把自我直截了当地暴露出

来”，把人性、人的个性表露无遗，也是典型的“人的文学”样本。 

浙江新文学作家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意义，还表现在特定题材领域的厚重介入，形成越文化植被下的乡土叙事，为后世提

供了经验。首开乡土小说创作风气的是鲁迅。他写于五四前后的一些小说，具有浓郁浙东乡土色彩，并以坚实的现实主义手法，

给乡土小说提供了经典的范式。鲁迅引领下的这个作家群体，无疑加重了“浙军”在小说创作中的份量。这个群体中有许钦文、

王鲁彦、巴人、许杰、潘训、魏金枝等，不但人数甚众，几乎占了当时知名乡土作家一半的份额，而且浙东乡土作家的创作面伸

展得相当广泛，海滨、山村，经济、文化，民俗、民风，无不尽在囊中，其在乡土文学中显示的广泛的文化透视力，恐怕没有一

个地域可以与之比拟，它在乡土小说流派中的重要地位也由此奠定。浙东这块“土性”深重的大地，以它潮湿而坚硬的厚土和古

老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生生不息的“石骨铁硬”的乡民，增加了旧小说严重缺漏的一种表现对象。这个群体的出现并以其与

生命本源精密相联的土性文学创作介入，改变了小说发展流向，提升了整个五四文学的品位。 

（二）诗歌样式的新变与新诗诗风的创新 

在中国新诗开创阶段，诗歌创作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文言入诗以及诗歌依循严谨格律，使诗作成为极少数文人的专

利。这一现象被打破，始于新文学开创阶段白话诗的盛行。最早倡导并尝试白话诗创作的是胡适，但白话诗创作阵容最为壮观的

依然是浙江新文学作家。周作人、刘大白、沈尹默等就是五四期间名重一时的早期白话诗人，周作人创作的白话诗《小河》，朱

自清认为：此诗一出，“新诗乃正式成立”10，由此不难认定“浙军”的首创者功绩。诗歌从语言形式到内在品格的新变，足以

证明浙江作家的开拓之功。而新诗从开创到逐步成熟，并没有走过很长路径，到 1922年，在新文学诞生后的两三年间，便有中

国第一个新诗社团问世，它依然出自浙江，这就是中国新诗史上著名的“湖畔诗社”。这个新诗社团的意义，还因其诗作主题、

内涵的更新实现对旧诗的超越而引人注目。湖畔诗人虽非只写爱情，也吟咏大自然、表达人生感受，但爱情诗确实写得一枝独

秀。在这些“情诗”中，四位诗人对爱情的体验各不相同，“情”的渗透也有程度差别，但“坦率的告白恋爱”则是一致的，而

写“恋爱”并非诗歌创作的唯一目的，其温婉诗句吐出的恰恰是五四青年谋求心灵自由、个性解放的心曲。 

与诗歌内涵更新相关联的，还有新诗诗风的转换。中国旧诗中，也不乏以情取胜的，但大抵表达的是个人哀怨、痛苦情怀，

缺失的是深沉情感力量与获得更广远的情绪指向和情绪感受。新文学作家的创作无疑开拓了表现内涵，扩大了创作的能指范畴，

使之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内涵，这必使中国的新诗诗风为之一变。在五四新诗人中，完成从白话诗到新诗突变的是徐志摩，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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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是致力于新诗艺术的提升，使之逐渐向着“纯诗”的方向发展。其诗歌创作既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练含蓄、意境深邃，又有

西方格律诗的特点，成为中西诗艺的第一次成功整合。他改变了初期白话诗明白如话但缺少诗意的表达，重视运用诗性思维，执

著追寻“从性灵深处来的诗句”
11
，追求主、客体内在神韵及外在形态之间的契合，使诗歌在艺术上获得极大提升。艾青曾有对

无边的黑暗和苦难地母的呼唤，并将此作为他艺术思维中幽深神秘的动力源：“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为爱土地而落泪，显然是“土地”承载了太多的苦难，这苦难无际无涯，超越时空而存在，于是

就有无边的忧伤，“忧郁”也就成为艾青诗作的基调。而后又有戴望舒、穆旦等开创“现代派”诗体等，他们不断提升中国新诗

的新高度，显示的正是这个地域积累深厚的诗学传统，使中国的新诗体日臻成熟与完善。 

（三）散文文体的更新透出时代亮色 

关于中国现代散文产生的原因，周作人认为“有两重因缘，一是外源，一是内因”。不过，在“内因”与“外源”的主次关

系上，周作人更倾向于“内因”说。他于 1921 年发表《美文》，主张新文学的散文应是带有诗意的“美文”，举证便有传统散

文：“中国古文里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到 20年代中期，他对于现代散文应溯源于中国古代散文传统的意

思表述得更为清楚，这为传统散文的现代延续提供了依据。产生于五四落潮后的一种被后人称之为“白马湖散文”的重要文学

样式，便是既不失传统品格，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个散文群体中出现的三位作家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在文学创作中

特重散文一体，可谓最纯正的散文家，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向来驰名；且他们都长期与白马湖结缘，散文创作融通儒佛，追求人

格的自我完善，文字清幽玄妙，朴实真诚，不乏赤子之心，算得是“白马湖”散文的正宗之作。其创作文本体现了散文家沟通平

民情怀的现代情感与传达人生艺术化的现代审美情趣，创作样式是对历史传统的一种承传，内中蕴涵着对传统知识分子不随流

俗、独标高格的价值理念的张扬；然而，当传统经张扬个性、重视人格启蒙的五四时代的淘洗，此种价值理念便与时代精神相契

合而充满现代性想象，赋予了新的涵义。基于此，向来“温柔敦厚”的朱自清遂有痛斥时弊与愤慨不平的愤世之作，如《白种人

——上帝的骄子》《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就是这样的作品。 

在新文学越地散文中，最为著称的是由周氏兄弟领衔的“语丝派”散文。“语丝派”散文的生成，与地域文化传统最相关

联：传统散文中以叛逆封建道统著称的是晚明小品，五四散文中作为纯粹的散文流派呈现，且在五四文化氛围中以文明批评与社

会批评见长的，也首推“语丝”散文，这两个散文群体成员大抵出自越地，就承载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信息。特定文体创作群

体的生成，往往同特定的地域文化精神与文化传统相关联，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联结作家之间的精神纽带，由此就有散文创作的

同一精神指向。周作人推崇晚明小品是众所周知的，他最为推崇明末文风，并断言此种文风“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它“较少

因袭的束缚，便能多少保全他的个性”，若非后来被“间断”，它是“可以造成近体散文的开始”12。显见其对传统文学样式的

继承，是立足于地域文化精神的承传。另一个动因是时代精神的感召。“王纲解纽”时代最易造就“小传统”地域文化对以儒家

文化为正宗的“大传统”文化的冲击，语丝散文的产生正好是又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而且五四时期社会矛盾尖锐、政治局

势混乱、民族危机深重，又有甚于晚明，这就将现代知识分子推向历史的前台，文学担负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因

此适合于推进“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散文文体就有了独步文坛的可能。文学史家曾指出：“《语丝》嬉笑怒骂、冷嘲

热讽的杂文，在当时最为流行，并且开了一派的风气，影响到许多青年作家的文笔。”13此种“风气”，便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

的两大流派，即“鲁迅风”与“启明风”，前者以鲁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杂文为主导，后者则以周作人倡导的小品文（“美

文”）为标识，这些方面都曾显出开创散文流派的意义，并长时期影响着中国现代散文界。 

三、文风刷新：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审美范式建构 

新文学各种文体的创新，已如上述。但文体的各种显在要素总是“通过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范畴体现出来，这就是体

裁、语体和风格”14。就此而言，文体的变革，不单指文本体裁（或样式、体制）的新变，文风的刷新也不可或缺。有学者认为：

“文体文风的改革”，是文体“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15由是，论中国文学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同样须揭示文体文

风适应自身发展要求变革的必然性。文风的变革，包括文本的语体和风格，是经历史积淀的地域文化传统的历史承续与延伸，又

经新文学作家的现代改造，对文学转型产生更大关联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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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大甚至令人无可逃脱。16越文化地域独有的自然风习、人文

环境、文化传统，对于作为“精神意识”产品的文学创作及其独特文风的形成，产生至深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着越地

作家的文体文风。 

从越地走出的新文学作家的创作文风，明显见出烙刻着地域文化的印记，在新时代又有所创新，其文风的刷新在多个层面构

成对旧文学文风的反拨，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意义。审视越文化视阈下的文风刷新，最重要的是下述三

种。 

（一）越文化的刚健文风 

论越地文风，最令人瞩目的是地域文化传统滋生的刚健劲直文风。浙东以会稽为中心的古越文化中，“锐兵任死，越之常性

也”，越地人的刚健劲直、勇武善战，是有史可据的。鲁迅所说的：“于越古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

展其殊才”，是对此的精当概括。此种地域风尚，必影响地域文风的生成。考察历史形成的越地作家文风，并不是整齐划一的。

周作人论述明末以来的文风，概括出“飘逸与深刻”两种类型：“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

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词的犀利”。
12
他没有明说

这两种文风各出自何地，但细细探究越地作家的创作风尚与审美趣味，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又以辛辣、犀利为主导。就以鲁迅

经常提到的越中文人而论，如“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豪放不羁、愤世嫉俗的徐渭（文长），日记中“上自朝章，中至学问，

下迄相骂”无所不至的有棱有角的李慈铭（莼客）等，无不都是刚直不阿之士，所以笼统地称呼越地文人都是文绉绉的“江南才

子”是不确当的。正是经传统积淀的地域文化氛围的濡染，遂有越地新文学作家别具一格的文风：塑造了作家素有“浙东硬气”

的文化性格，营造出刚韧、劲直的创作文风，形成与旧文学温柔敦厚文风的强烈反弹。鲁迅文风的“刚性”特质，当然是最典型

的，其艺术思维很难用“飘逸”概括，文风该归于“深刻”一路。鲁迅文体的刚硬、尖锐与犀利，及其独特的审美趣味与艺术追

求，就与传统浙东文人一脉相承。他几乎一生都在战斗，行文随处可见“着眼的洞彻与措词的犀利”。例如他对格调粗犷的浙东

绍剧与“目连戏”情有独钟，直至晚年写出的《女吊》仍掩饰不住他对表现厉鬼精魂剧作的激赏之情。而文字的深刻（甚至还带

有些“尖刻”）与桀骜不驯，显然属于“老吏断狱”的那一种，比之于他的先辈同乡徐文长、李莼客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郁达夫

曾说过：“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

—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此可谓对鲁迅文体文风独具只眼之论。 

而体现刚性文风群体性现象呈现的是浙东左翼作家群，其成员大多从宁波、绍兴、台州等地走出，人数之众蔚为壮观，单为

左翼文艺运动献身的就有柔石、殷夫、应修人、潘漠华等。这个群体的形成固然取决于该地当时浓厚的革命情势，但浙东刚烈民

风营造的坚硬性格、激扬文字，当是更内在的原因。鲁迅指出过的“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

恰恰暗合了大革命时期类似于湖南地域的浙东民气高扬的特点。在这样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孕育出具有现代特质、刚性质素的左

翼作家，恐怕也是一种必然性现象。因了这种民风、民气的濡染，左翼文学中就有“浙东风尚”的创作特色呈现：一方面是表现

浙东剽悍倔强的民风，面对难以忍受的阶级压迫，乡民们喊出了“要干就要干个硬朗明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用性命来换饭

吃，倒也显得做人一分骨气”（巴人《乡长先生》），透出一股血性硬气；另一方面是表现知识文人“台州式硬气”的性格，柔石、

殷夫可推为代表，柔石的小说对于沦为“奴隶”的苦难者的书写，殷夫的诗作为“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和“对于摧残者的

憎的丰碑”，无不以刚劲有力的笔触，令读者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刻着时代风云印记，显示出文风演进与时代俱进趋向。 

（二）越文化的坚实文风 

与刚性文风相类的，还有越地新文学作家“土性思维”营造的坚实、厚重文风。从浙东走出的新文学作家数量甚大，知名作

家除周氏兄弟外，还有“像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冯雪峰，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艾青，喜欢表现“石骨铁硬”乡民性格的巴

人，被茅盾誉为“描写农民生活成绩最多”17的许杰等等，创作也更复杂，文风自不能仅以“刚性”论之。这就需要说到深受地

域风尚影响而形成的另一特性：文风的坚硬“土性”特质。越文化植被下的文学风尚，向来不乏崇实精神，浙东学派鼓吹“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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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的文化思潮在此地流布甚广，这必然影响文人的创作，遂有越地晚明以来颇盛的“经世”文风。新文学以来以现实主义为

主潮的创作风气，更使越地作家走向“写实”，将笔触直接面对脚下的土地，面对因多山的地理环境造成稼穑不易而形成“敝衣

恶食，终岁勤劳”的越地乡民。关注土地，关心民瘼，恰是古代文学作品很少表现的，新文学中“土性”与坚硬并存的创作风尚，

“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领域”18，其意义无疑是巨大

的。 

从浙东走出的作家，有相当大数量的小说家注目于乡土叙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浙东乡土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包括许杰、许

钦文、王鲁彦、巴人等作家，其创作师承鲁迅，演绎出土性十足的浙东坚硬民风与民气，在“土性”的尽情挥写中透出“深刻”。

如许杰在《惨雾》中书写乡民在械斗中的好胜斗狠，显出粗豪、开阔的文笔；许钦文的《石宕》，渲染一种被称为“石葬”的悲

凉氛围；巴人透过小说中的形象塑造，演绎出“石骨铁硬”的浙东坚毅民风等，都在于表现特定地域生成的乡民风尚与独特个

性。他们的作品集中显现出越地文化个性：恋土情结、土性思维、民俗风尚等，展现了在特定地域里才有可能出现的近现代文化

现象。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老是很忠实的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19。

作家们将艺术的笔触伸向生活的底层，以对乡民的关切侧重表现他们在泥土里“讨生活”的艰辛，并“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

息，移在纸上”，尽情挥洒乡民的生存面貌、生活方式乃至于民风习俗，以此抉剔“乡土中国”的历史文化沉积，开启了中国文

学前所未有的格局。浙东乡土小说也以粗豪、奇崛文笔，展示浙地山乡剽悍倔强的民风，通过对诸如械斗、冥婚、典妻、冲喜等

冷酷野蛮的风俗习惯描写，批判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侵蚀和愚弄，显示出文风的坚硬性。其土性思维并非只是“土性”崇拜，作

家们笔下的乡土，并无“文豪”们眼中的“农家乐”，子民们也大都显出精神弱质，由此挑开了农村封建宗法制度黑暗的一幕，

并给以无情的鞭挞，形成以启蒙为主导的表现改造国民性的沉重坚实主题，从而把“土性”深重的中国文化根底作了最深层的

开掘，并将其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新文学初期，似乎还没有别的作家的艺术风格能像浙东乡土作家

那样将“土性”思维发挥到极致，其整体性地潜在着的“土性”艺术思维，是作家情系地母、怀恋乡土的真切写照，为中国新文

学别开了一种新生面。 

（三）越文化的“稳健扎实”文风 

从越地走出的新文学作家的文风，并非都是刚毅、坚硬型的，还有一种是颇具“飘逸”风姿，但又不属柔软型，可概括为刚

柔相济的“稳健扎实”文风。由于个人性格情趣、审美理想及艺术表现方法的各异，作家的创作文风不一定都显露刚性形态，可

能会呈现出外在的“飘逸”与内里的“稳健”相融合，显出文风的刚柔相济特色。在越文化圈内（浙东上虞白马湖畔）生成的一

个创作群体——以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为代表的“白马湖作家群”，便是此中代表。“白马湖文学”至今仍为人们称道，在

海外流行更广。台湾作家杨牧第一次提出“白马湖风格”之说，并将其概括为“清澈通明，朴实无华，不做作矫揉，也不讳言伤

感”
20
，大约看重的也是艺术风致的独到。但仅以此论说白马湖文学文风，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夏丏尊在《读书与冥想》一文中

曾如此表述他对地理环境的体认：“如果说山是宗教的，那么湖可以说是艺术的、神秘的，海可以说是革命的了。”这也许就是

他和他的同仁们选择白马湖作为理想栖居地的缘由，从中恰恰透露出他们的文化理想与人格追求。白马湖地处浙东，背山而存，

“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21，又临近杭州湾，面向大海。依山、临湖、傍海的这一方山水孕育的“白马湖”精神，便是

既有水的柔情，又有山的风骨和海的胸襟。这种精神大体上可以在白马湖作家身上找到。他们是文人，崇尚艺术化的生活，固然

对山间明月江上清风的自然美景和文人雅集表现出浓厚的兴致，但他们又是一群有抱负的文人，尤其是当他们身处五四及二三

十年代激荡的时代风潮中，刚性的一面经常会得到充分凸现。试看其创作，固然不乏描写“山水间的生活”的“清澈通明”之

作，但大量的作品与人生有关，有的还表达了对社会的义愤和抗争。朱自清有《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白种

人——上帝的骄子》等，表达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势者的痛斥，是颇能激励人心的；在面临民族危亡之际，夏丏尊愤然作《钢铁

假山》，丰子恺作《缘缘堂随笔》，愤怒斥责法西斯的侵略行径，佛教“居士”也会作“斗士”之态，尽显这些作家宁折不弯的品

格。与此种品格相对应，白马湖作家的创作明显反映出刚性与柔性相融合的特点。从白马湖走出的作家，在阶级纷争的夹缝中生

存，现实参与意识不及刚性作家显露，“稳健扎实”的一面有所加重，这取决于其“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人生态度。正如叶圣

陶评论夏丏尊所说的，他是“执着的有所为”和“狷介的有所不为”22，这恰切道出了这群文人的为人与为文风格。在特定时代

环境里，许多作家没有站在时代的前列，但仍尽其所能用文学做着有益于人生的工作，不失其新文学品格。而且无论是有所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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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所不为，白马湖作家都以“执着”和“狷介”的态度出之，显出越地文人的坚执品性，其文体文风，保持了与越地文风的整

体一致。 

与白马湖文风较为近似的，还有周作人的文风。周作人的“言志”小品颇有“飘逸”之风，其作品向来以知识性、趣味性见

长，与鲁迅的刚性文风有较大差异。然而细察其为人与为文，仍可以发现其骨子里有深藏不露的“浙东性”。正如其自谓：“四

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由此“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因了这“浙东性”，遂有其创作的“满口柴胡，殊

少敦厚温和之气”23。单说其在编辑《语丝》期间，与复古派战，与现代评论派战，就颇露浙东人的峥嵘。周作人文风刚性气质

的深藏与显露，恰同他自谓的“叛徒”与“隐士”、“流氓鬼”与“绅士鬼”的两个侧面并存的文化人格是一致的。看来，地域

文化传统对许多作家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一旦作为精神性的东西世代传承，总会以极强的渗透力浸染、塑造着作家的文风，

使其在创作中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 

越地作家开创的新文学文风，无论是刚性文风、坚实文风抑或是刚柔相济文风，都受惠于地域文化精神的熏染，又体现出适

应新时代和新文学之需的文体文风更新。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中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和讲

究节制、中和的审美模式，开创了一种以大胆坦诚、清澈洞明为表征的新颖文风，从而为中国新文学新的审美范式的建构作出了

表率，同时也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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